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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推动全球
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朱兆一1, 姜　 峰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全球价值链布局及贸易利益分配体系重构, 数字贸易为发展中国家逐步

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提供契机。 本文从资源错配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中国数字

服务贸易出口、 生产要素分配与全球产业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发现: 与美

国、 英国、 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相比,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能够显著抑制资本与劳

动要素扭曲, 提高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差值, 进而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合理化发

展, 加快服务化转型升级步伐; 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在欧洲、 非洲、 美洲、 大洋

洲等地区较为明显, 而在亚洲地区表现不太突出。
关键词: 数字服务贸易; 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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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服务贸易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 世界各经济体逐渐认识到数字服务贸易引

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潜能, 竞相加大对数字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力度, 抢占新一轮

全球化机遇。 在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协议中关于数字服务贸易的内容逐渐增

多, 目前全球已签订的贸易协定中 74. 1%涉及数字贸易相关规定, 并且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美墨加协定》 《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涵盖数字服

务贸易内容①。 然而,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上升及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

情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 全球价值链布局及贸易利益分配体系重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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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支撑的新服务、 新业态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国际合作新方

式、 强化其制造业发展、 为发展中国家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提供契机。 中

国积极推动数字科技创新, 已晋升为全球十大数字贸易经济体①。 其中,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参与国电信、 计算机和软件服务出口额占中国对全球出口贸易额的

1 / 4, 年增长率达 28. 63%②。 因此,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不断深化过程中, 中

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将加速数字要素集聚, 带动全球劳动力、 资本、 技术等要素再

配置, 推动全球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调整, 不断释放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
由此,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是否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升级? 其作用机制是什

么? 对于上述问题, 尽管数字贸易正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推动力, 但深

入剖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

乏。 目前, 关于数字服务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献多数围绕中国自身展开。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强化数字技术与中国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市场透明度和供需

匹配效率提升, 有效降低贸易认证成本和溯源成本, 带动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延伸中国原有产业链, 创新中国传统产业的组织形态、 市场结构和制度模式, 促进

中国产业智能化升级 (张夏恒和李豆豆, 2020; 戚聿东和褚席, 2021; 任同莲,
2021; 姚战琪, 2021)。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研究主要贡献有: (1) 突破传统数字贸易以中国为研

究对象的思路, 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层面, 探究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产业

结构的影响机制, 为全球产业链重塑和数字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2) 利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测算全球 134 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要素扭曲和劳

动力要素扭曲情况, 并从资源错配视角, 构建中国数字服务出口贸易、 东道国参与

国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对全球经

济发展的贡献,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 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思路。 (3)
对标美国、 英国、 德国和荷兰等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 深入剖析各国数字服务贸易

出口对全球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 进一步论证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加速全球生产

要素再分配, 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一、 理论分析与假说

数字贸易的高速发展系统推动区域制造商、 中间商、 供应商、 消费者之间的利

益融合度和交易效率, 加快数字价值链利益共同体建设, 加快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及

转换, 产生跨越国界的正向溢出效应, 反哺区域传统产业转型, 促进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 催化新产业生态和组织,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保障、 稳定经济可持续增

长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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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推动 “一带一路” 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一) 数字服务贸易对资源错配的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改善了现代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推广扁平化的结构模式和

减少中间环节的全球化路径, 降低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贸易成本和治理成本, 有效

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消费信任问题 (方英, 2021; 姜峰和段云鹏, 2021), 并通过互

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 使得产业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 促进服务外包, 极

大提升供应链协同和柔性化水平, 加快库存周转, 弹性释放产能 ( Goldfarb 和

Tucker, 2017; 潘晓明, 2020; 王谦和付晓东, 2021), 从而扩大要素供给范围,
重置全球资源要素的序列和地位, 实现区域间各环节、 各层级的资源高效共享、 互

联互通, 冲击传统的生产要素定价范式, 抑制要素市场扭曲, 突破区域要素有限供

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蓝庆新, 2020; 徐宏潇, 2020; 戚聿东和褚席, 2021; 任同

莲, 2021)。
首先, 数字服务贸易重塑劳动力调整效率。 在全球国际贸易生态系统中, 数字

服务贸易能够加强区域国际联系, 完善全球包容性劳动力增长 ( Ma 等, 2018)。
一方面, 数字服务贸易加快跨层级、 跨领域、 跨区域的全球协同管理平台建设, 强

化各国对劳动就业、 医疗教育等共性问题的关注, 提升各国对人力资本的协调交流

效率, 充分发挥不同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 最大限度地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向着高

效化、 开放化方向完善 (马述忠和郭继文, 2020); 另一方面, 数字服务贸易通过

互联网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业态、 新行业创造了更多服务业就业岗位, 修正企

业对劳动力需求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改变传统的就业方式, 形成劳资关系新特

征, 优化劳动力成本调整速率及成本 (刘皓琰和李明, 2017; 毛宇飞和曾湘泉,
2017; 丁守海等, 2018; 杨伟国等, 2018)。

其次, 数字服务贸易提高资本流通效率。 区块链、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数字

服务贸易提供了更加优越的业务开展条件, 全面升级和转变资本服务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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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模式及满意程度, 推动相关产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数字服务贸易突破了

资本服务的地域限制, 增加了资本服务的触及率, 使得贫困、 边缘化的发展中国

家可以利用网络化、 线上化的手段获取无差别的金融支持, 缓解发展中国家中小

企业的融资约束 ( Shahrokhi, 2008; 李健等, 2020) 。 同时, 数字服务贸易能够依

托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效收集企业的信用信息、 财务信息、 经营信息, 包括发展中国

家的中小企业, 并基于收集的信息进行处理、 分析, 评估企业资本需求及资质, 形成

资本供给与企业需求更契合的服务模式, 解决国际企业资本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从而

推动资本向 “尾部” 移动 (宋晓玲, 2017; 马述忠和郭继文, 2020)。 此外, 数字服

务贸易能够盘活发展中国家以往无人问津、 零散且游离于全球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资

本, 拓宽了资本资源渠道, 加强资本要素的有效利用 (张斌彬等, 2020; 李健等,
2020)。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资源错配产生修正效应, 即数字服务贸

易通过提高区域间劳动力、 资本的调整和配置效率, 减轻全球资源错配。

(二) 数字服务贸易、 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

在创新驱动的世界发展态势下, 数字服务贸易不仅引导闲置的、 受制于技术知

识的简单劳动力向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复杂劳动力有序转变, 而且优化资本对劳动力

生产的影响, 强化传统生产环节的智能化、 自动化、 融合化倾向, 促进生产要素从

低效低质产业向高效优质产业集聚的配置流向升级 (马中东和宁朝山, 2020)。 同

时, 数字服务贸易不断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渗透, 模糊企业组织边界, 提高资本和劳

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高效化整合、 网络化流通、 协同化利用的速度, 推动区域空间

分工细化, 降低创新应用成本, 促进新技术扩散和产品迭代, 从而实现区域间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 (戚聿东和褚席, 2020)。
数字服务贸易通过加强高技能劳动力合理分配, 赋能技术密集型产业。 数字服

务贸易发展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 激发企业对知识密集型劳动需求增加 (孙早和

侯玉琳, 2019; 王文, 2020), 而高素质劳动力的提升有利于价值链各环节整合,
改进业务流程,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形成技术扩散效应 (刘维刚和倪红福,
2018)。 此外, 数字服务贸易提升了信息流通速率, 降低企业员工之间信息获取和

沟通的难度, 有助于员工提高自我学习、 管理和监督的能力, 优化员工决策水平和

智能资本, 提高与企业岗位匹配度, 增强企业技术革新内生动力, 突破原有发展束

缚 (池毛毛等, 2020)。 因此, 数字服务贸易引导劳动力由以程序化任务为核心的

第二产业向生产性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转移, 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何宗樾和宋旭光, 2020; 戚聿东等, 2020)。

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渗透资本技术变革, 提高资本科技化速率。 数字服务贸易深

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体系的应用, 创新资本服务模式, 使资产端

交易活动进一步公开化、 具体化、 细致化 (封思贤和徐卓, 2021), 改善资本定价

的精准度, 向不同区域、 不同部门的经济体提供了沟通的机会, 降低发展中国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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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资过程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为资本跨国配置效率理性化塑造透明、 公平的环境

(蓝庆新, 2020), 有助于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 提升外资进入意愿 (李浩和

黄繁华, 2021), 从而在知识溢出协同下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此外, 数字服务贸易

规模高速扩张将强化企业轻资产经营倾向, 将难以运营或自身不具备优势的环节外

包, 而着重投资于产品设计、 研发、 创新等体现核心竞争力的环节, 加强产业竞争

力 (张新民和陈德球, 2020)。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借助资源错配的中介效应, 推动全球产业结构

升级。

二、 计量模型与变量界定

(一) 计量模型设定

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 根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 “一带一路” 资源错配

的影响, 本文设定如下方程对假说 1 进行检验:
Element ji, t =α1Digitali, t +β1Controli, t +γi +δt +εi, t j = K, L (1)

式 (1) 中, 被解释变量 Element 表示要素市场错配, 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

行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al 表示中国对 “一带一路” 参与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出

口额; Control 为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对外开放度 (Open)、 外商

直接投资 (FDI)、 科技水平 (Patent)、 教育水平 (Education)、 城镇化程度 (Ur-
ban) 和价格 (Price), 以减弱模型遗漏变量的影响; α1 和 β1 是各变量对应的系数。
模型还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 γ 和时间固定效应 δ, ε 为随机扰动项。

为消除国家固定效应, 本文将模型调整为:
ΔElement ji, t =α1ΔDigitali, t +β1ΔControli, t + Δδt + Δεi, t j = K, L (2)

式 (2) 中, 㔮表示长期 (四年期) 的差分项。 为充分利用数据, 本文利用可

重叠的四年期差分项进行实证检验, 并在国家层面进行聚类分析。
在完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对 “一带一路” 资源错配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后,

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通过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拟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具体如下:
Structurei, t =α2Digitali, t +β2Controli, t +δt +εi, t j = K, L (3)

Structurei, t =α3Digitali, t + ρElement ji, t +β3Controli, t +δt +εi, t j = K, L (4)
式 (3) 和式 (4) 中, Structure 表示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α2、 α3、 β2、 β3 和 ρ

都是估计系数。 当α3、α2 和α1 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并且 ρ 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为部

分中介效应,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通过改变 “一带一路” 要素市场错配,
会对 “一带一路” 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部分影响。 当 ρ、 α2 和 α1 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 α3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只会通过

改变 “一带一路” 要素市场错配, 影响 “一带一路” 产业结构升级, 即验证假

说 2。

服务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4 期



- 93　　　 -

(二) 变量界定

1.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借鉴 Hsieh 和 Klenow (2009)、 浦艳萍和顾冉 (2019)、 王馗和胡峰 (2021),
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测算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扭曲程度, 并基于章上峰和许

冰 (2009)、 王宁和史晋川 (2015) 的时变弹性设定, 将生产函数模型设定为:

Yt =Z tK
φt
t L

ωt
t (5)

式 (5) 中, Yt 为产出, 用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K t 为

资本存量, 用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表示; Lt 为劳动投入, 用劳动

力数量表示; Zt 为技术水平, 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 φt 和 ωt

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 都是时间的非参数光滑函数, 且 φt +ωt = 1。
对式 (5) 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到线性化形式:

lnYt = lnZ t +φt lnK t +ωt lnLt (6)
本文根据章上峰和许冰 (2009) 的研究, 选择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并将

φt 作为隐性变量, 利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各国 φt 和 ωt 的每年估计值 φt
︿

和 ωt
︿ , 进而

计算得出劳动和资本的每年边际产出 MPK
t 和 MPL

t , 具体为:

MPK
t =

φt
︿ Yt

K t
(7)

MPL
t =

ωt
︿ Yt

Lt
(8)

假设资本和劳动的实际价格为 θt 和 μt , 资本和劳动的绝对扭曲程度为其边际

产出与实际价格的差值, 即:
DiffKt =| MPK

t -θt | (9)
DiffLt =| MPL

t -μt | (10)
式 (9) 和式 (10) 中, DiffKt 和 DiffLt 分别是估计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绝对扭曲

程度的指标。 如果上述两个指标数值大于 0, 生产要素存在扭曲, 且数值越大, 扭

曲程度越高; 如果指标数值等于 0, 生产要素不存在扭曲。 本文资本要素实际价格

选择本国贷款利率的年度平均值来表示, 劳动要素实际价格选择本国 2010 年不变

价美元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
同时, 本文还对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扭曲进行测算:

DiffKLt =

MPK
t

θt

MPL
t

μt

- 1 (11)

式 (11) 中, DiffKLt 为资本对劳动的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 如果 DiffKLt 大于 0,
则表明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合理, 否则表明两种要素相对价格不存在扭曲。 DiffKLt
的数值越大, 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对扭曲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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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已有研究主要以产出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耦合程度来估测产业结构合理化程

度。 本文参照韩永辉等 (2017) 和孙天阳等 (2020), 以产业结构合理程度来反映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具体计算如下:

UP i,t = ∑
d

c = 1

Yict

Yi,t

×
Li,t

Lict -Li,t

(12)

式 (12) 中, UP i,t 为 i 国家 t 年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UP i,t 数值越大, 产业结构

越合理, 反之则相反; c 为产业种类; Yict 为 i 国家 t 年 c 产业的产出; Yi,t 为 i 国家 t
年的产出; Lict 为 i 国家 t 年 c 产业的就业人数; Li,t 为 i 国家 t 年的就业人数; d 为常

数, 等于 3。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1) 对外开放度 (Open), 使用本国进出口贸易额

占 GDP 比重来衡量; (2)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使用本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乘以用

现价美元计算的 GDP 与用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 GDP 比值来衡量; (3) 科技

水平 (Patent), 使用本国居民专利申请数来表示; (4) 教育水平 (Education), 使

用本国教育支出额乘以用现价美元计算的 GDP 与用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 GDP
比值来表示; (5) 城镇化程度 (Urban), 使用本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

量; (6) 价格 (Price), 使用本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表示。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①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 2005—2019 年的国家层面数据。 中

国对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出口额 (Digital)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WTO 的中

国对 134 个国家和地区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测算所

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形成总额、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的原始

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 而贷款利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EIUCou-
ntrydata, 其中部分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缺失, 本文利用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

司 (CEIC) 数据库中的国家最低工资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
 

lndustrial
 

Devel-
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的国家制造业人均工资进行填补。 产业结构升级测

算使用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

重的原始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 控制变量中 FDI、 Patent、 Education 和 Urban 的

原始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 Price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EIU
 

Countrydata。 文中所有价

值变量统一核算成以 201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同时, 为消除异方差, 本文对 Digit-
al、 DiffK 、 DiffL 、 Open、 FDI、 Patent、 Education 和 Price 等变量取自然对数, 其中

Digital 和 Patent 存在零值, 因而对 Digital、 Patent 变量的数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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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分析

(一)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回归分析

采用要素市场扭曲分析方程, 即式 (2), 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

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中第 (1) 和第 (2) 列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影

响的回归结果,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都小于 0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表明中国数字

服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资本要素扭曲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换言之, 中国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的增加能够明显降低东道国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改善资本市场均衡状态, 证

明假说 1 合理。 同时, 第 (3) 和第 (4) 列引入控制变量,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小于 0,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资本要素扭曲的抑制作用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
表 1 中第 (5) 和第 (6) 列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

影响的回归结果,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小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

口也会对东道国劳动力要素扭曲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即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增加能够缓解东道国劳动力市场扭曲。 此外, 第 (7) 和第 (8) 列引入控制变量,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小于 0, 进一步证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有

利于减轻劳动力市场扭曲, 即验证假说 1。

表 1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要素扭曲影响的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36∗∗∗ -0. 159∗∗∗ -0. 086∗∗ -0. 094∗∗ -0. 089∗ -0. 082∗

(0. 045) (0. 049) (0. 041) (0. 043) (0. 047) (0. 048)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10 0. 026 0. 124 0. 138 0. 002 0. 010

项目
(7) (8) (9) (10) (11) (12)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08∗ -0. 095∗ 0. 043∗∗∗ 0. 046∗∗∗ 0. 038∗∗∗ 0. 038∗∗

(0. 055) (0. 056) (0. 015) (0. 016) (0. 014) (0. 015)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17 0. 026 0. 010 0. 014 0. 053 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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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其他国家数字服务贸易进口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36∗∗∗ -0. 159∗∗∗ -0. 085∗∗ -0. 094∗∗ -0. 088∗ -0. 081∗

(0. 045) (0. 049) (0. 041) (0. 043) (0. 047) (0. 048)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10 0. 026 0. 124 0. 139 0. 004 0. 013

项目
(7) (8) (9) (10) (11) (12)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07∗ -0. 094∗ 0. 043∗∗∗ 0. 045∗∗∗ 0. 037∗∗∗ 0. 038∗∗

(0. 055) (0. 056) (0. 015) (0. 016) (0. 014) (0. 015)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18 0. 026 0. 013 0. 017 0. 056 0. 060

引入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

控制本国数字
贸易出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37∗∗∗ -0. 159∗∗∗ -0. 086∗∗ -0. 095∗∗ -0. 093∗ -0. 087∗

(0. 045) (0. 049) (0. 040) (0. 043) (0. 048) (0. 050)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10 0. 026 0. 125 0. 127 0. 008 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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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 (8) (9) (10) (11) (12)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K ΔDiffL ΔDiffL

ΔDigitali, t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

控制本国数字
贸易出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10∗ -0. 097∗ 0. 043∗∗∗ 0. 045∗∗∗ 0. 037∗∗∗ 0. 038∗∗

(0. 056) (0. 057) (0. 015) (0. 015) (0. 014) (0. 015)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20 0. 029 0. 013 0. 017 0. 056 0. 060

注: #、 ∗、 ∗∗、 ∗∗∗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5%、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稳健的标
准差, 均聚类在国家 (地区) 维度。 下表同。

表 1 中第 (9) 至第 (11) 列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资本-劳动价

格相对扭曲影响的回归结果,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

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将扩大东道国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 即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对劳动力要素扭曲的抑制作用强于对资本要素扭曲的抑制作

用。 因此, 由于资本要素的扭曲程度相比于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更大, 即资本要素的

利润空间更大, 这将推动东道国加大资本要素投入, 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此外, 为避免其他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干扰, 本文将东道国除中国以外数

字服务贸易进口额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 由于 “出口贸易学习效应” 的存在, 本文将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额的四年差值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ΔDigitali, t 的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 证

明了假说 1 的合理性。

(二)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要素市场扭

曲产生的中介效应可以通过式 (2) 至式 (4) 进行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第 (1) 列检验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作用, 可

以看出 ΔUP it 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能够有效推动东

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因此中介

效应检验可以继续进行。 表 2 第 (2) 列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 0, 第

(3) 列中国数字贸易出口 ΔDigitali, t 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 东道国资本要素市场扭

曲 ΔDiffK 估计系数显著小于 0,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即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能够通过减缓东道国资本市场扭

曲, 刺激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证明假说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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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4) 列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 0, 而第 (5) 列 ΔDiffL 的估计

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无法通过抑制东道国劳动要素

扭曲, 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换言之, 从东道国劳动要素扭曲视角来看, 中国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第 ( 6) 列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 并且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ΔDigitali, t 与东道

国资本-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扭曲 ΔDiffKL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

务贸易出口能够扩大东道国资本-劳动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进而推动东道国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综上所述,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不仅可以抑制资本要素市场扭曲, 提升东道

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还可增加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促进东道国产业

结构升级。
与此相对, 本文相继将东道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数字贸易额和东道国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额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实证模型中, ΔDigitali, t 、 ΔDiffK 、 ΔDiffL 和 ΔDiffKL 的估

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都和上文一致。 由此可知, 减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与抬升资

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路径。

表 2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①

项目
(1) (2) (3) (4) (5) (6) (7)

ΔUPit ΔDiffK ΔUPit ΔDiffL ΔUPit ΔDiffKL ΔUPit

ΔDigitali, t

ΔDiffK

ΔDiffL

ΔDiffKL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11∗∗∗ -0. 094∗∗ 0. 108∗∗∗ -0. 095∗ 0. 111∗∗∗ 0. 038∗∗ 　 0. 105∗∗∗

(0. 028) (0. 043) (0. 028) (0. 056) (0. 028) (0. 015) (0. 028)
-0. 039#

— — (0. 026) — — — —

-0. 006— — — — (0. 008) — —

0. 162∗∗
— — — — — — (0. 07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118 0. 138 0. 126 0. 026 0. 118 0. 057 0. 133

四、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性分析

(一) 样本稳健性

上文验证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会推动全球产业结构升级, 然而使用的数据是

可重叠的四年期差分项。 为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合理性, 本文使用不可重叠的四年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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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即选择 2011 年、 2015 年、 2019 年的四年期差分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表 3
第 (1) 列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加会提

高全球产业结构合理性。 第 (2) 列 ΔDigital 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 0, 第 (3) 列

ΔDigitali, t 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 ΔDiffK 的系数显著小于 0, 并且第 (6) 和第 (7)
列的 ΔDigitali, t 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 0, ΔDiffKL 系数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能够有效降低全球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提高资本与劳动力价格相对差值, 推动

全球产业结构升级, 证明假说 1 和假说 2 成立。

表 3　 样本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①

项目
(1) (2) (3) (4) (5) (6) (7)

ΔUPit ΔDiffK ΔUPit ΔDiffL ΔUPit ΔDiffKL ΔUPit

ΔDigitali, t

ΔDiffK

ΔDiffL

ΔDiffKL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字
服务贸易进口
控制本国数字

贸易出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122∗∗∗ -0. 106∗ 　 0. 118∗∗∗ -0. 025 0. 122∗∗∗ 0. 041∗∗ 　 0. 118∗∗∗

(0. 032) (0. 057) (0. 032) (0. 091) (0. 032) (0. 019) (0. 032)
　 -0. 050#

— — (0. 032) — — — —

-0. 006— — (0. 011) — — — —

0. 099∗∗
— — — — — — (0. 04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92 392 392 392 392 392 392

0. 119 0. 156 0. 132 0. 012 0. 119 0. 074 0. 129

(二) 方法稳健性②

参考 Nunn 和 Qian (2014)、 赵涛等 (2020)、 姜峰和段云鹏 (2021) 的方法, 本文

将 1995 年 134 个国家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 2005—2019 年各国互联网使用率形成交乘

项, 并以交乘项的四年期差值作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 ΔDigitali, t 的工具变量; 选

择滞后四期的东道国贷款利率作为 ΔDiffK 的工具变量, 选择滞后四期的东道国人均可支

配收入作为 ΔDiffL 的工具变量, 选择滞后四期东道国劳动边际产出与东道国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值作为 ΔDiffKL 的工具变量。ΔDigitali,t、 ΔDiffK、 ΔDiffL 和 ΔDiffKL 估计系数符号

都与前文一致, 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能够降低全球资本要

素扭曲和劳动力要素扭曲, 提高资本与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引导国家加大资本要

素投入, 从而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 此外, 在

工具变量法回归后, 工具变量的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部分大于 10,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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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 2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工具变量弱识别” 的原假设;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多数都在 10%的显著水平拒绝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由此反映工

具变量设定有效, 假说 1 和假说 2 合理。

(三) 国家异质性分析

根据地理位置, 本文将 134 个国家分为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发现,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

区都显著, 但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要素扭曲的抑制作用仅在其他地区显著, 且

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也仅在其他地区显著, 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第 (1) 列 ΔDigitali, t 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推动全

球产业结构升级, 不存在地域差别。 然而, 在亚洲地区, 第 (2) 列、 第 (4) 列、
第 (6) 列 ΔDigitali, t 的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

亚洲地区的资源错配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不会借助资源错配

的中介效应, 推动亚洲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表 4　 亚洲地区回归结果分析①

项目
(1) (2) (3) (4) (5) (6) (7)
ΔUPit ΔDiffK ΔUPit ΔDiffL ΔUPit ΔDiffKL ΔUPit

ΔDigitali, t

ΔDiffK

ΔDiffL

ΔDiffKL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字
服务贸易进口
控制本国数字

贸易出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054∗∗ -0. 024 0. 055∗∗ -0. 075 0. 054∗∗ 0. 011 0. 051∗∗

(0. 021) (0. 066) (0. 021) (0. 109) (0. 022) (0. 010) (0. 021)
0. 039#

— — (0. 023) — — — —

0. 001— — — — (0. 009) — —

0. 231— — — — — — (0. 19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48 348 348 348 348 348 348

0. 183 0. 129 0. 198 0. 116 0. 183 0. 077 0. 190

在其他地区, 表 4 第 (2) 列 ΔDigitali, t 的系数和第 (3) 列 ΔDiffK 的系数都显著

小于 0,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非亚洲地区的资本要素扭曲存在显著的抑制作

用, 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第 (6) 列 ΔDigitali, t 的系数和第 (7) 列

ΔDiffKL 的系数都显著大于 0, 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能够提高非亚洲地区的资

本-劳动价格相对差值, 调节要素分配, 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由此可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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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通过抑制资本要素扭曲、 提高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差值等两个途

径, 促进非亚洲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四) 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选择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Transi, t 替换产业结构升级

指数 ΔUPit , 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进

行经验分析, 结果见表 5。 表 5 第 (1) 列 ΔDigitali, t 的系数显著大于 0, 表明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出口有助于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第 (4) 列 ΔDigitali, t 的系数小于

0, 且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 第 (5) 列 ΔDiffL 的系数也小于 0, 且通过 1%显著

性水平检验, 表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推动产业结构向

服务化转变, 即证明假说 2。

表 5　 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7)

Transi, t ΔDiffK Transi, t ΔDiffL Transi, t ΔDiffKL Transi, t

ΔDigitali, t

ΔDiffK

ΔDiffL

ΔDiffKL

控制变量

控制其他国家数字

服务贸易进口

控制本国数字

贸易出口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R2

0. 010∗∗ -0. 095∗∗ 0. 010∗∗ -0. 097∗ 0. 010∗∗ 0. 038∗∗ 0. 010∗∗

(0. 004) (0. 043) (0. 004) (0. 057) (0. 004) (0. 015) (0. 004)
-0. 002

— —
(0. 004)

— — — —

-0. 004∗∗∗

— — — —
(0. 001)

— —

0. 005
— — — — — —

(0. 00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1
 

419

0. 080 0. 127 0. 081 0. 029 0. 087 0. 060 0. 081

注: 表中第 (2) 列、 第 (4) 列和第 (6) 列的结果均来自表 3。

(五) 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分析①

根据 WTO 数据, 2005—2019 年中国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累积总额居

全球第 7 位, 全球前六位国家分别是美国、 英国、 德国、 爱尔兰、 荷兰和印度,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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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选择上述六个国家进行对比, 探究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

产业发展的作用与中国的不同。 本文将上述六个国家对全球 134 个国家或地区电

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实证检验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服

务贸易出口对东道国资源错配、 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 德国、 爱尔兰、
荷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而印度、 英国、
美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尚未凸显出此特征; 爱尔兰和荷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

全球资本要素扭曲有明显削弱作用, 同时, 荷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也会对全球劳

动力要素扭曲起到改善作用; 印度、 英国、 美国的数字贸易出口对全球要素资源错

配并未存在显著影响。 此外, 上述六个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都无法通过改善东

道国要素市场错配激励东道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利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计算了 2005—2019 年全球 134 个国家

或地区的资本、 劳动力要素扭曲程度以及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并从全

球资本错配的视角, 构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东道国生产要素扭曲与产业结

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显著改善全球资源错

配, 抑制资本与劳动力扭曲, 提升资本-劳动力价格相对差值, 进而推动全球产

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加快服务化转型升级步伐。 同时,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对全球

要素市场及产业结构的激励作用主要集中于欧洲、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等地

区, 亚洲地区的促进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此外,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德国、
爱尔兰和荷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产业结构有正向作用, 其中爱尔兰、 荷

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也能够扭转全球资源错配, 但其扭转效应并未对全球产业

升级有直接影响, 而美国、 日本、 印度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全球产业结构及资源

分配无明显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乃至全球经济稳定、 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中国加强与德国、 荷兰、 爱尔兰等发达国家的沟通、
合作, 凝聚数字贸易发展共识, 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推动数字贸易领域双

边、 多边制度开放。 第二, 中国以中欧投资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抓

手, 加强数字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深耕南亚和东南亚等市场, 依托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 海南自由贸易港、 自贸试验区、 国际数字服务出口示范基地刺激数

字内容服务出口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 打通远程维修、 研发设计、 数据存储加工等

全球数字产业链上下游, 为全球数字贸易可持续贡献 “中国方案”。 第三, 中国可

与东盟、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Digital
 

Ecom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
创始国新加坡开展跨境数据流通先行先试, 并借助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互联

网大会等国际组织及活动, 积极开展数字贸易合作项目, 增强数字贸易全球治理能

力, 争取早日加入 D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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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hinas
 

Export
 

of
 

Digital
 

Service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Mismatch

ZHU
 

Zhaoyi1,
 

JIANG
 

Feng2

(1.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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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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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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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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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yout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rade
 

benefit
 

distribution
 

system
 

are
 

being
 

reconstructed,
 

and
 

digital
 

trad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gradually
 

embed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
source

 

mismatch,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digital
 

service
 

export,
 

resource
 

mismatch
 

and
 

global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re-
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Chinas
 

digital
 

service
 

exports
 

can
 

significantly
 

suppress
 

the
 

dis-
tor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factors,
 

increase
 

the
 

relativ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and
 

then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cel-
erate

 

the
 

pace
 

of
 

service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Among
 

the
 

continents,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is
 

most
 

prominent
 

in
 

Europe,
 

Africa,
 

American
 

and
 

Oceania,
 

while
 

Asia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Keywords: Digital

 

Service
 

Trade;
 

Intermediary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
grade;

 

Resource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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